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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開國後第一文化罪案考

⊙ 何平華

 

一 引 言

陶行知（1881-1946）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論家。1917年秋，陶行知留美學成歸

國，途中他就滿懷豪情地表示：「要使全國人民有受教育的機會。」1自此以後，陶行知便全

心地投入了為建立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教育改革活動和為培育現代國民的普及教育運動。陶

行知在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不斷探索，並根據中國的國情，將杜威（John Dewey）「教育

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學中做」的理論修正改造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

校」、「教學做合一」三者互相關聯的系統生活教育理論。

陶行知的教育實踐活動和生活教育理論，不僅在中國近代教育界、思想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

的影響，而且對中共革命也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文革後出版的《周恩來選集》，首次披

露了毛澤東關於認識到中共革命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中心思想的源由時說2：

「五四」以後，毛主席參加了革命運動，就先在城市專心致志地搞工人運動。那時陶行

知先生提倡鄉村運動。惲代英同志給毛主席寫信說，我們也可以學陶行知到鄉村裏搞一

搞。

不僅如此，1942年2月，直屬中共領導的中央研究院肯定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的進步性和

人民性，並拿來作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同時在中共所屬的各解放區實際教育活動

中推廣運用。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病去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出於反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

民黨政府的政治鬥爭需要，藉機在全國各地動用力量，掀起了大規模的追悼陶行知的活

動。194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各界代表兩千餘人，在延安舉行追悼大會。

會場中央有毛澤東敬獻的花圈，上題：「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陸定

一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發言，讚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為

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3。

然而，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後不久，即發動和製造了開國後第一件文化罪案，通過批判電影

《武訓傳》，進而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其奧秘究竟何在呢？本

文試圖對中共開國後的第一件文化罪案產生的諸原因、背景、發動者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作一

考析。

二 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判陶行知



（1）頌陶之聲漸行漸遠

1947年10月，毛澤東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以充滿自信的語調說4：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現已大舉反攻。……我軍所到之處，

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整個敵我形勢，和一年前比較，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

化。

隨著中共軍隊在戰場上轉守為攻，中共借重民主力量在第二戰線發動「討伐」以蔣介石為首

的國民黨政權的作用和意義就大為降低了。這時，紀念陶行知集會的規模變小，出席的中共

領導人物的身分也降低了。不僅如此，在解放區的「有些地方教育工作者對陶氏表示了輕蔑

的態度，公開在雜誌上諷刺他是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說他是『教育救國論』者」5。

這使陶門子弟和朋友們感到不平，於是就推陶行知的學生、時任蘇皖邊區教育廳副廳長的戴

伯韜出來講幾句話。戴伯韜在1947年10月寫成《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一書，認為陶行知

的教育主張與新民主主義教育二者「大同小異」，並進而明確指出，陶行知是「新民主主義

教育理論與實際的創始者之一」6。但是，隨著中共建國後對陶行知評價的變化，陶門子弟一

廂情願的熱情稱頌，似乎只是中共頌陶曲的曲終餘音。

1950年7月，《人民教育》以紀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為名，推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專號。然而，在指出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革命的民主精神後，卻一反以往全面肯定的評價，

非常突兀地強調：「今後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學說遺產，成為全國教育界的重大工作

了。」7

「曲終人不見」，陶行知在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個忌日，已被貶為需「批判地接受」的對象

了。

（2）江青、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

在中共建國後，曾被陶行知照拂的江青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當時，中共中央

宣傳部部長是陸定一，常務副部長是胡喬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周揚。

在1950年上半年，江青幾次提出要批判電影《清宮秘史》，說是「賣國主義」的影片。但江

青的觀點和要求，遭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的反對和抵制，並說：「某某同志（按，即

劉少奇）認為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8。而毛澤東在聽取了江青的匯報後，也沒有進一步表

示支持江青批判劉少奇等認為是「愛國主義」的影片。

不過，江青仍然關注著其熟悉而又有興趣的電影界動向。不久，江青就瞄上了電影《武訓

傳》。武訓，原名武七，清末的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辦了三所學校，

受到清政府嘉獎，封為「義學正」。陶行知自推行平民教育運動起，就一貫提倡發揚光大武

訓精神，讚賞武訓苦行興學的品質。早在1944年夏天，陶行知就鄭重拜託左翼電影工作者孫

瑜將武訓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經幾年努力，最後由崑崙影片公司在1950年底將《武訓傳》攝

製完成。

1951年2月，電影《武訓傳》在上海和南京公映，獲得輿論盛讚和觀眾熱烈反響。導演孫瑜便



攜片北上，並在2月下旬於北京中南海邀請周恩來、胡喬木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觀賞。孫瑜回憶

說9：

《武訓傳》作為一集在中南海放映，長達三小時。我注意到，大廳裏反應良好，映完獲

得不少的掌聲。朱德同志微笑著從老遠的坐間走過來和我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

意義。」

在周恩來提了若干修改意見後，《武訓傳》便正式在北京公映，並且獲得成功，一時佳評如

潮。

毛澤東、江青也在稍後調看了《武訓傳》影片，毛卻斷言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

影片。

當江青向中央宣傳部提出要批判電影《武訓傳》時，周揚開始不同意，並頂撞道：「你這個

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甚麼了不起嘛！」10但當周揚聞說這是毛澤東的指示後，便乖乖照

辦了。1951年4月20日，周揚在政務院第81次政務會議上匯報「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

與1951年計劃要點」時，最先點名批評《武訓傳》「是一部對歷史人物與歷史傳統作了不正

確表現的，在思想上錯誤的影片」11。周揚並組織了一些秀才，在4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

四卷一期上刊出一組批判文章，內有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江華的〈建議教育界討論

《武訓傳》〉，又重載了魯迅1936年有關談 武訓的一篇雜文〈難答的問題〉。5月8日，周揚

的報告於《人民日報》正式發表。

至此，毛澤東、江青正式下令中宣部、文化部展開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由原來反對

批判者周揚拉啟了正式批判的帷幕。

（3）批判鋒芒轉向陶行知

周揚組織的人馬，即賈霽之文，雖指出武訓其人不足為訓，但尚認為陶行知表揚武訓精神情

有可原，因為這與陶「當時所處的環境與條件有著極有意義的關係。那時候，國民黨萬惡統

治下的白色恐怖環境與條件，對於人民教育家的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壞阻撓；這

樣，提出武訓精神來，有著積極的作用。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12。

毛澤東和江青顯然不滿周揚主持的這種區分論述的批判方式。於是，毛親自發出指示，由江

青指定時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許立群，以楊耳為筆名，在該年 5月

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上，發表〈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

用〉一文，針鋒相對地批駁賈文。文章認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

值得表揚的」；陶行知先生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表揚「武訓精神」，也沒有甚麼「積極作

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後

宣揚『武訓精神』，它的危害決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13。同期

《文藝報》還刊有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一文。

5月16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了楊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深入討論。 5月20日，

《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是《人民日

報》第一次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更重要的是，這篇社論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文章嚴



厲地說14：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

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爭鬥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

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

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

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

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

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

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這無疑是不指名地批判陶行知宣揚武訓精神是「反動宣傳」。於是，上至朱德、周恩來、陸

定一、胡喬木、周揚，下到陶門諸子弟及一般肯定武訓之民眾，如不批判陶行知宣揚的武訓

精神，便都成了承認或者容忍這種「反動宣傳」了。社論最後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

《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 思

想。」15

配合毛澤東寫的社論，《人民日報》同日還發了七篇批判文章和讀者來信。同時，在該日報

刊上的「黨的生活」欄中，在〈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標題下，號召

全體黨員「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16。

自此之後，以《人民日報》為首，全國各地報刊掀起了批判熱潮，許多文章的矛頭直接指向

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例如，5月29日的《人民日報》刊有署名丁曼公寫的〈武訓真面目〉一

文，批判陶行知「看不清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面目，把他當成改良主義的老師，這是反

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政治資本貧乏的狀況」17。

6月2日，中宣部負責幹部李一氓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清除武訓一類的錯誤思想〉一

文，認為清除陶行知的錯誤教育思想是這一回思想鬥爭的「基本內容和重要內容。……陶行

知的教育思想是感染有武訓思想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應該受到檢查的若干種舊教育

思想之一，不應該因為他本人盡力於反國民黨的革命鬥爭而遷就他的教育思想，無原則地加

以原諒或贊成」18。

江青為了積極配合毛澤東領導發動的批判運動，在同年6月發起組織了一個以人民日報社和中

央文化部為主的「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十三人，

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由於江青的特殊身分和調查團所負的特定任務，被調查的堂

邑、臨清、館陶等縣知道了調查團的來意，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在山東各縣逗留了二十多天，返京後便由「李進」為主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於

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武訓歷史調查記》的結論

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

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毛澤東則高屋建瓴地為調查記加上按語19：

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詐勞

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規律的。……



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文化

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

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

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

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

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

……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

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毛澤東無情地嘲笑了陶行知這位只生活在中共建國前時代、又沒有去過中共解放區搞教育的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指其所從事的一切教育活動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相反更是助紂為

虐的，因為陶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在搞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毛又指出，一切教育工作者

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新教育工作才是有意義的。

根據毛澤東這一指導思想，中央教育部在中共宣傳部門發動對電影《武訓傳》作政治批判的

同時，又精心組織了人馬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1951年5月1日，中共教育部機

關雜誌《人民教育》改組，老教育家成仿吾和葉聖陶被免去正、副主任委員之職，改由教育

部第一副部長、黨委書記錢俊瑞任主任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柳湜任總編輯，另有兩位教育部

副部長韋愨和曾昭掄任委員，組成異乎強大的編輯班子。

5月21日，即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翌日，錢俊瑞便在教育部

工作會議上組織動員，並議定立即通知全國教育行政部門和主要學校進行學習和討論，又在

《人民教育》發表社論。《人民教育》的社論強調，要求教育界每個人都以《武訓傳》為鏡

子「照照自己」，無論是讚頌或發表意見者，都「應該檢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錯誤，

嚴肅地作公開的自我批評」20。按社論的要求，是用行政命令，搞人人過關式的批判和自我

批判。

7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發表了一組關於武訓問題的筆談。陶行知的朋友、民主人士馬

敘倫，雖然身為教育部長，卻不得不署名方直，發表了題為〈我過去表揚過武訓的自我檢

討〉的自我批判文章。文中稱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澄清教育思想上混亂的一個起點」，

今後「研究與批評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21，則是教育界的一大重要任務。

自此，《人民教育》就成為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陣地。自1951年10月至1953年5月為

止，《人民教育》幾乎每期都有批陶的大塊文章或陶門子弟的自我批判、檢討之文，其中不

乏上綱上線者。例如1951年12月出版的《人民教育》上刊有署名潘開沛、題為〈陶行知教育

思想中幾個問題的商榷〉的文章，指責陶行知一生「最主要的經濟依靠（階級依靠）是資本

家、反動政府、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而其教育思想則「從始到終基本上都是貫串杜威的學

說和階級調和以及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22。顯然，這是根據毛澤

東的觀點詮釋引伸之文。

與此同時，地方黨政部門派出工作組進駐重慶育才學校，以「武訓精神給育才師生思想上的

嚴重毒害」為主題，發動全校師生狠揭猛批。陶行知的弟子、校長孫銘勛被批判為是頑固堅

持「武訓精神」的典型，是「當前中國教育改革中右翼的代表，代表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



級的改良主義在爭取人民教育事業的領導」23。

於是，在各教育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的陶門子弟，紛紛被批判、作檢查，直至去職。最先被

批去職的是當時擔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的戴伯韜、重慶育才學校校長孫銘勛和教務主任戴自

俺等。稍後，在教育部任司長的張宗麟和方與嚴，則被戴上「右派」帽子去職。陶行知的另

一大弟子橾震球也在1957年「反右」時被免掉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之職，轉任政協工作。而

陶門子弟中的張勁夫、劉季平、張健、王洞若、董純才、徐明清等早已參加共產黨，建國後

已為黨的高級幹部，也不得不在形式上與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劃清界線。而周恩來、吳玉

章、謝覺哉、徐特立、陸定一、李維漢、胡喬木等長期以來一直稱頌陶行知為「黨外布爾什

維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並定其教育思想為「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的中共高層

領導人物，自此之後，也只敢言必稱毛澤東教育思想而不敢「思想混亂」說陶了。

自毛澤東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實踐就被定為杜威之徒和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而被抹殺了，陶門子弟在中共教育界的領導地位也就被剝奪了。

三 毛澤東批陶面面觀

（1）毛澤東批陶的政治原委

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迅即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而轉入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

踐，並特意貼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標籤而將之打入「反動」的地獄。析其首要動因，顯然

是毛澤東急欲樹立在中共教育界的權威指導地位。如所周知，通過延安整風和中共「七

大」，毛澤東已確立其在黨、政、軍和文藝等方面的權威地位，毛澤東思想在中共「七大」

通過的黨章中已被定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24，而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

話〉，則更是文藝界的「文藝憲法」。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以及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出於對美外交、對民主人士的統戰、對陝

甘寧邊區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決定接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踐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理

論，並冠以中共教育的「旗手」、理論的「源泉」、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石」等等讚

詞。然而，這顯然為取得革命勝利後的毛澤東所不滿。一方面因為中共教育界的這種頌陶尊

陶之風，是明顯與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之說相對立的；另一方面是原先

接受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現實因素已不復存在。毛 澤東曾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

三中全會上說：「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

作……」25，「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26。由此可見，毛澤

東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進而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目的，是要將毛澤東思想定

為教育工作者獨一無二的指導思想，從而達到毛對教育界知識份子實行思想改造的目的。

其次，毛澤東批陶也是出於建國初期中共親蘇反美外交政策的需要。1950年10月，正值中共

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和美國作正式的軍事對抗。在這種反美的政治形勢下，陶行

知作為留美、由美國進步教育運動大師杜威培養的高足，對中共已不再有任何外交和統戰上

的利用價值，而且通過批判陶行知還可以告誡大批留美回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不得在政治上

抱有「親美」的傾向，同時也教育數以十萬計文教工作者在政治上應迅速轉向擁護中共與

「親蘇」政策。



在中共親蘇反美的政策主導下，中共在建國初期就開始派遣大批學生到蘇聯和東歐留學，而

且在批陶的同時，也不斷宣傳介紹當時在蘇聯教育理論界佔主導地位的凱洛夫「教育學」和

馬卡連柯的教育思想。蘇聯教育理論一時間成為顯學。在批陶運動告一段落後，中國教育界

在1952年全面推廣蘇聯教育模式。當時中國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其課程設置、教

學計劃、教材和規章制度莫不效法模仿蘇聯。

通過批陶來清肅美國和西方世界教育的影響，並為全面引進蘇式教育鳴鑼開道，是以毛澤東

為首的中共高層批陶或同意批陶的一個趨向性選擇。

（2）批陶是為了抹消〈實踐論〉接受實驗主義的軌跡

毛澤東之所以在中共建國後，首即開展對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批判，我認為還在於毛欲藉

此抹消杜威及其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的試驗主義思想在哲學上對毛的影響。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是胡適的崇拜者，他曾對美國新聞記者斯諾（Edgar Snow）說27：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

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

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據現有資料，毛澤東於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曾旁聽胡適教授的哲學和哲學史課

程，並拜訪過胡適；他積極響應胡適提倡白話文的主張，身體力行，使其日後能寫得一手很

清通的白話文。毛澤東還在1920年5月，特地去聽過杜威在上海的一次演講，由此可見毛澤東

曾深受胡適宣揚的杜威思想影響。

毛澤東受杜威另一高足陶行知思想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注重

農民運動的思想乃受陶行知啟迪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承襲消化就更多了。例如，陶行知的

學生劉季平就很清晰地指出：「假如說解放區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消化了陶

行知先生思想而形成的，我以為一點也不為過。」28

此外，在哲學方面，毛也曾受陶行知的「知行」說影響。毛澤東在1938年8月29日，曾對陝甘

寧邊區夏訓班學員盛讚陶行知的「知行」說。

1950年2月，毛澤東在行將結束建立中蘇蜜月的旅行、準備回國之際，「斯大林主動提出，為

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建議毛主席把自己 寫的文章、文件等編輯成集出版」29。毛澤東欣

然同意，並要求斯大林「派一位理論上強的同志幫助完成此項 工作」30。斯大林後來便派了

尤金來中國。尤金來華後讀了毛澤東一些文章，便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

論〉。兩文後來在蘇共機關誌《布爾什維克》上發表。在〈實踐論〉發表後，《真理報》發

表編輯部文章，向廣大蘇聯讀者介紹並推薦毛的這篇哲學著作。文章認為31：

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

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

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基本原理……發展了馬克

思列寧主義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原理，關於客觀的東西與主觀的東西在認識中的

統一的原理。



據擔任〈實踐論〉一文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說32：

〈實踐論〉在蘇聯發表後，得到很好的反響，毛主席對此很高興，1950年12月28日，毛

主席給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寫信，要求他將〈實踐論〉和《真理報》編輯部評論文章分

兩天登報，並囑可先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新華社再用文字廣播。12月29日、30

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實踐論〉和《真理報》編輯部的評論。

在毛澤東的哲學著述中，〈實踐論〉、〈矛盾論〉是最重要的兩篇文獻。其中〈實踐論〉的

副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再看胡適和陶行知的著作，其中稱認

識為思想，喚實踐為實驗或試驗。我認為這只是用詞不同，至於「知和行」的概念是傳統中

國式的，而毛、胡、陶在使用這一中國民族哲學詞語時則仍保持一致。

另外，就〈實踐論〉的基本觀點而言，毛澤東強調「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

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33，以及「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34。而胡適曾在〈杜威先

生和中國〉一文中，闡述其師的「實驗的方法」，強調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

的假設而並非天經地義：「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35至於認識的來源，即陶行知說的

「真知識」、毛所說的「真知」，人們是怎樣得到的呢？！

陶行知在20年代末便說：「知識有真有偽。思想與行為結合而產生的知識是真知識，真知識

的根是安在經驗裏的。從經驗裏發芽抽條開花結果的是真知灼見。」36「經驗又有直接間接

的分別……我們必須有從自己經驗裏發生出來的知識做根，然後別人的相類經驗才能接得上

去。」37

在闡述人的認識過程方面，胡適和陶行知原都依從杜威的五步法。杜威的五步法是38：

（一）困難之感覺；（二）審定困難之所在；（三）設法解決；（四）在許多方法中選

一最有效的試試看；（五）屢試屢驗之後再下斷語。這反省的思想之過程便是科學思想

之過程。

但在30年代初，陶行知認為「行動」是思想的母親，於是改造其師之說，在五步法前加上

「行動」一步。陶行知的「行動」含義，當然指社會和生活中的實際事物。

探討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有關實踐和認識、知和行之間的演變關係，可以明顯窺見其接受

陶行知「知行」說的思想軌跡。

我認為，正因為如此，當〈實踐論〉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公開出版前，毛澤東便

在1951年上半年批判了電影《武訓傳》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為陶行知及其學說貼上資產階

級改良主義的標籤，打入禁宮；繼之又連續發動批胡適弟子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

思想的運動。

綜上而言，毛澤東為何要在中共建國初期發動批陶的另一深層情結便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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